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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时期出现的十余部“红色经典”小说中，唯一最终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的

作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部小说具有与其他“红色经典”相异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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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海雪原》是曲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

代表作，写于 1955 年春到 1956 年间。1957 年出版后，

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革命英雄形象吸引了众多

读者，畅销一时，成为后人所谓的 “红色经典”小说

之一。①《林海雪原》曾获得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1958
年，仅根据《林海雪原》中有关智取威虎山的情节，

就出现了三个改编本：北京京剧团改编的京剧《智取

顽匪座山雕》、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

山》和赵起扬、夏淳、梅阡、陈中宣、柏森改编的话

剧《智取威虎山》。同年 11 月，范钧宏还根据小说中

奇袭奶头山的内容改编成京剧《林海雪原》。1960 年，

小说中智取威虎山的情节被拍成电影《林海雪原》(八
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刘沛然、马吉星，导演刘沛

然)。在 1964 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前后，上

海京剧院对 1958 年版的《智取威虎山》进行了第一次

和第二次修改。其间江青也开始重视并插手此剧，直

接导致了在 1965 年 3 月到 1966 年 5 月长达一年多的

时间里，上海市委集中多位艺术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

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后，剧本的面貌大为改观，

初具了后来同名“样板戏”的雏形。1967 年八个“样

板戏”在京会演期间，三年前曾不为同行所看好的京

剧《智取威虎山》，一举被抬高到八个“样板戏”之首。

其后，此剧本虽在演出中仍不断被改动，但都属小修

小补，变动不大。1970 年 7 月《智取威虎山》的演出

本，则是这个样板戏的最后定稿。为了扩大样板戏的

影响，1968 年 11 月到 1970 年 10 月，《智取威虎山》

还被拍成样板戏电影。在新时期的“红色经典”重拍

热中，小说《林海雪原》在 2003 年还曾被改编成了

30 集电视连续剧，但这一改编，尤其是对杨子荣形象

的改动，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效果并不理想。 
不难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及相关修改，主要

集中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而

这两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无疑是以政治为核心的，

不仅政治立场、阶级出身、历史面貌决定了一个人在

社会中的位置和命运，而且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等各方面，也都要靠政治运动来规范、引导和推动。

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在“文革”期间更达到了顶峰。

文学创作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影响。在“十

七年”和“文革”期间，政治作为无所不在的力量，

无疑是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发生着最大影响的社会因

素。名著的改编，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自

然也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化语境的强烈影响。 

 
二 

 
广受欢迎自然是《林海雪原》被众多改编者青睐

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却多少显得有些表面化。在

当时，类似《林海雪原》同样流行的“红色经典”还

有很多，并且这些小说在艺术成就上也不逊于《林海

雪原》，而为什么唯独《林海雪原》能够脱颖而出，并

最终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这究竟是一种偶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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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笔者认为，《林海雪原》这部

小说，本身带有某种与其他“红色经典”相异的特质，

而这种特质无意间与当时的政治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

契合，因此才会最终被改编并纳入了当时的“样板戏”

之列。 
在 1950 年代前后，类似《林海雪原》的带有传奇

性的革命英雄小说有一个丰收期。在 1940 年代末，这

类代表作有《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

英雄传》。在 1950 年代，除《林海雪原》外，还有《保

卫延安》《红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

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旗谱》。1960
年代初则有《红岩》。这些小说虽然有的写大规模战役，

有的写革命小分队的战斗，还有的写革命者在特殊环

境下的斗争，但都带有强烈的纪实性和史传色彩，因

此这些作品常常被誉为具有“史诗性”。而《林海雪原》，

虽然据作者曲波声称是按自己的剿匪经历而创作的，

但却很少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更多的被强调为

“革命传奇”小说。显然，在人们看来，《林海雪原》

比同类其他小说更具有虚构性、奇幻性，也就是说，

更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中国的小说创作本来就有深厚的史传传统。而新

中国成立前后涌现的这批“红色经典”，它们的作者又

基本上都是刚刚过去的革命战争的亲历者或见证者。

他们写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纪念英雄，再现英雄的

形象，这就决定了这些小说往往都采用了写实笔法。

即使在当时曾被认为是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小

说《青春之歌》，也少有浪漫夸张的写法，而是在平实

地叙述着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杨沫曾谈到自

己创作《青春之歌》的动机，她说：“一九五 0 年我病

了，休养中，我又想起了对英雄们的债务。不是么，

我们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不是那些只有革命利益、

没有个人私利、充满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的无畏

斗争能够得来么？不是那些牺牲了的先烈用他们的鲜

血铺平了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能够得来么？……而我

——活着的人，革命斗争的见证人，是有责任把这些

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以便告诉那些年轻的后来者，

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1]杨沫的

这种强调“记录真实情况”的表述，在这些“红色经

典”的创作中是极有代表性的。《苦菜花》的作者冯德

英也说：“《苦菜花》这本书，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

素材为基础写成的，有不少情节几乎完全是真实情况

的写照。”[2](523)《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则说：“《敌

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到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

更恰当。”[3]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小说重在再现英雄。 

《林海雪原》自然也有再现英雄的性质，比如有

关高波牺牲、杨子荣智擒座山雕的事迹的描写，都有

历史依据，而高波、杨子荣用的就是烈士的真实姓名，

这也具有很强的写实色彩。但《林海雪原》还具有与

其他同类小说明显不同的浪漫奇幻色彩。从自然坏境

的描写上来看，作者不但极力描绘出天气的变幻莫测

与险恶，林海的苍茫无际与荒凉，雪原的危机四伏与

奇寒，山峦的怪异无比与神秘，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

异域情调，而且在关键的章节还直接引用了两则神话

传说——灵芝姑娘的传说和李鲤鸟的传说，来渲染自

然环境的非人间的神秘气氛。这在当时其他的革命英

雄小说中是少有的。从故事情节的设计来看，《林海雪

原》将作者的“七十二次战斗”经历“浓缩到四次”[4]，

这使得小说中的四次相对完整的战斗都包含着无数相

关的小战斗，造成了情节之中有情节，故事之中套故

事的结构模式，造成了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

相扣、险象环生的艺术效果，使故事的传奇性大为增

强。而当时其他“红色经典”的叙事，基本上是按照

战斗生活的自然流程，一个战斗结束后，再叙述下一

个战斗过程，连续不断的战斗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使得全书的整个故事情节，缺乏强烈的张力，传奇性

显然要差些。在人物的形象塑造上，《林海雪原》往往

把人物的某一性格和特点推向极致，如孙达德的长腿

善跑，栾超家的长于攀登，少剑波的文武兼备，杨子

荣的智勇过人，刘勋苍的勇猛无比，都带有一种夸张

性、超常性。同时，小说中的好人和坏人也都泾渭分

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外貌也都显示着鲜明的善恶

对立，如少剑波等人是“俏爽”“漂亮”，而坏人则都

是丑恶无比，宛如鬼怪。如匪徒刁占一是“雷公嘴，

罗圈腿，瞪着机溜溜两个猴眼”，而女匪首蝴蝶迷的长

相 “真令人发呕，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

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还有

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

为了这个她就大量的抹粉，有时抹得眼皮一眨巴，就

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

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 
《林海雪原》中这些带有奇幻色彩的坏境、情节

和人物，和真实的生活之间构不成艺术再现关系，而

是一种在主观情感支配下的夸张变形，和现实生活存

在着明显的距离。曲波在 1958 年 4 月的一次谈话中也

承认：“土匪的外形并不都狰狞，杀人不眨眼”，而是

“慷慨好义够朋友，嫉妒心很强”，“有组织”，“有清

规戒律”，“射击技术非常好”，“土匪老婆多半是很善

良的妇女，土匪对母亲很孝顺，对孩子也很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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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1 年，曾在东北战斗过的知情者也对《林海雪原》

的真实性质疑：“书中写的地理形势完全不符合当地的

情况……本书对地理和地形的描写夸张到脱离了现

实，这是不应该的。小说里的敌人，也写得过分夸张，

一个个古怪离奇，像神话里的妖魔……《林海雪原》

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并且脱离了现实情况，在军事上

也是传奇性、武侠式、不真实的。”[6]这一质疑还在当

年的《北京日报》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尽管

《林海雪原》作为小说有它虚构的权力，指责它的真

实性显得过于苛求，但当时的其他“红色经典”并没

有引起类似的质疑与讨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至少说明

了《林海雪原》比它们具有更多的浪漫虚幻色彩。我

们还可以拿吴强在《红日》中对敌人描写时所持的客

观态度与曲波的描写手法进行对比。吴强说：“有人说，

写敌人应当写的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本领

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

又狠又毒，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

就够了。比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

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

张？”[7] 
小说中白茹对少剑波的爱慕和两人之间的相恋也

是很引人注目的。白茹和少剑波的恋爱，是《林海雪

原》中一条若隐若现、贯穿始终的线索，甚至还占有

某些独立的章节。这种纯粹的儿女私情，在“十七年”

和“文革”期间，是被看做资本主义人性论受到批判

的。在那时的主流话语看来，男女之间首先应该是阶

级友爱、同志之情，其次才能谈到男女的两情相悦。

在当时其他的革命英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就是

这种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感情模式。《敌后武工队》

中魏强和汪霞的感情，《铁道游击队》中老洪和芳林嫂

之间的感情，《苦菜花》中姜永泉和娟子之间的感情，

都属这种模式。冯德英在《苦菜花》中，还画龙点睛

式地写道：“娟子和姜永泉的恋爱，虽然经过了漫长的

岁月，但这完全和火热的斗争交融在一起，他们之间

们有什么温情接触，甚至连手都没有碰过一下。”[2](348)

在这些小说中，无论汪霞、芳林嫂还是娟子，她们首

先是一个历尽了艰险、受尽了磨难的革命战士，而不

是一个柔弱的女人。而《林海雪原》中的白茹形象，

确实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尽管小说中也写了一些她作

为小分队战士的能干和能吃苦的一面，但作者时时不

忘突出它作为女人的一面。小说中的白茹不仅美丽动

人，身轻体弱，而且缱绻多情、女人味十足，如：白

茹故意向少剑波调皮地汇报栾平之妻情况的细节，白

茹看少剑波写信签名的细节，白茹给少剑波解鞋带催

他洗脚的细节，给少剑波做热饭的细节……这都不是

一个当时主流话语所要求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男

性化革命女英雄形象，都与当时的其他革命英雄小说

大异其趣，在当时饱受指责。这些描写被认为：“不但

累赘，而且损害整部小说，给人不好的印象。”[8] “特

别是白茹这个人物……这一笔桃红色彩加得很不妙，

笔调轻浮，读者腻胃。显然作者在这些地方，不是从

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和创作，而是把自己的主

观幻想和不健康的情调硬塞到作品里，因而便落入了

旧小说英雄美人的俗套。”[9]这显然是根据当时流行的

政治化审美观得出的结论，固然不足为训，但却也指

出了小说《林海雪原》所具有的浪漫特色。 
为什么《林海雪原》中会带上这种浓厚的主观浪

漫色彩，而没能完全像《红日》《敌后武工队》《苦菜

花》等革命英雄小说那样，进行史传性质的创作呢？

弗洛伊德分析刺激作家进行幻想的心理原因时说：“我

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决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

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

每一次幻想就是一次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

满足的现实有关系。”[10]这话正好揭示出了《林海雪

原》虚幻传奇性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考察当时其他的

革命英雄小说的作者，无论是杜鹏程、吴强、知侠、

冯志、冯德英，还是杨沫、梁斌等人，他们在创作那

些作品时，无不生活优裕安定，因而也缺少足够的引

发幻想的心理动力。而曲波在创作《林海雪原》时则

不然，他正遭受着一次突如其来的人生打击。他在

1983 年的回忆中，真实地揭示了自己当时的境况和心

态： 
战争年代，自己算得上一个善战者，进入工业部

门，年刚二十六岁，苦学实干的锐气，四年中也颇得

上级的嘉奖。只因对一个重大问题的见解,和当时东北

大区的最高领导、次高领导们的意见有分歧，……这

一下可糟了！把我和几位相同观点的同志，足足斗了

一个星期，并且是上下密布，石头、稀泥、棍棒，没

头没脑地砸下来。……恰当我血气正盛之余，这一打

击，使我难以忍受。我心灰了，意冷了，懊丧了！工

作我也不干了，人家也不让我干了。有些人卑视我，

我也自卑了。人卑我，我自卑，凄凄惨惨……此情之

下，十分自然地想到自己的黄金时期：当年战场上生

死与共的战友们，待自己亲如子弟一样的首长们，已

经牺牲了的先烈们，根据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他们

的慈祥，他们的友爱，他们的英勇无畏，他们的高尚

品德。我的感觉，完全被他们激发起来了……我的精

神，完全进入既往，真是一种特大的安慰，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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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的享受。[4] 
而在此事之前，曲波无论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

还是在地方经济部门的工作中，都可谓少年有为、诸

事顺遂。解放后他刚在地方工作时，为了教育群众，

虽然他也常把过去战友们的事迹向群众宣讲，但他承

认，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文学创作的自觉”。只是在这

次突如其来的生活打击面前，曲波才产生了“能否写

成几本书？”的念头，并在一九五五年春节前夕的大

雪纷纷之夜，“写书的思想与激情，也发展到顶点。” 通
过曲波的自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林海

雪原》不单是为了追忆英雄，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追

忆英雄，来满足自己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

愿望——得到理解、得到爱护、得到尊重。在小说中，

作为作者化身而存在的主角少剑波，也确实得到了这

一切。也就是说，作者的愿望在他的白日梦——《林

海雪原》中，得到了满足，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

得到了“一种特大的安慰”“一种特大的享受”。也正

因如此，曲波在《林海雪原》的创作中，是不可能像

其他“红色经典”那样，采取写实手法，而必然会带

上个人强烈的主观情感，并且根据表达这些情感的需

要，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明显的改造，甚至新创造

出一些情境、情节和人物来。这就自然地会使小说带

上奇幻浪漫的色彩。 
 

三 
 
在 1958 年，这个被文学史家称之为“走向‘文革

文学’”[11]的重要转折时期，一系列的现象都显示着

当时的文学政治化程度正在迅速地进一步加深。这一

年 2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文艺战

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篇文章，

把多年来的左翼文学内部的观点分歧定性为阶级斗争

的问题。同年三月，毛泽东提出文艺“大跃进”的同

时，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这个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础上提

出来的“两结合”的方法，是有意对“革命浪漫主义”

的强调。周扬也在 1958 年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放

言：“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

的时代”。[12]此后，文艺界很快对“两结合”展开了“解

经式”的讨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由于《林海雪

原》这本革命英雄小说具有鲜明的既“革命”又“浪

漫”的艺术特征，使得它在客观上比当时其他的有“革

命”而少“浪漫”的“红色经典”，更加契合 1958 年

后新的文艺主流话语。 

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中，小说《林海雪原》中有关

少剑波和白茹的个人情感描写，固然会被视为资产阶

级倾向而受到指责的。但在 1958 年后，在将“革命浪

漫主义”强调到政治立场高度的社会语境中，《林海雪

原》所具有的浪漫色彩又确实是相当难得、不易替代

的。如果以作者是否有自由的创作心态、是否有自由

的精神情感来作为浪漫主义的评判尺度，也许小说《林

海雪原》中的浪漫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所要求的

“浪漫”有真伪之别，也许两者仅仅是一种形似，但

毕竟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改编资源。这就使

得在当时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林海雪原》

不断受到格调不高的指责，另一方面又受到重视，成

为当时改编最频繁、其改编本最终被确立为“革命样

板戏”的唯一一部有影响的“红色经典”。自然，在不

断改编的过程中，原著中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略显缠绵

的爱情故事是越来越被淡化以至于最终在改编本中消

失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尽管在

1960 年前后，当时除《林海雪原》之外的其他“红色

经典”也几乎都被改编过，并且有些也被改编得相当

频繁②，但为什么都无缘进一步被树立为“革命样板

戏”。在这方面，小说《红岩》的改编具有典型性。1961
年出版的《红岩》在当时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红色

经典”，出版不久就被改编为歌剧《江姐》(阎肃编剧)、
话剧《红岩》(李岩、钟继奎编剧)、电影《烈火中永

生》(夏衍编剧，水华导演)。在这个改编热潮中，江

青也亲自抓了北京京剧团改编《红岩》的工作，并且

指定了两位大手笔——《江姐》的编剧阎肃和《沙家

浜》的编剧汪曾祺担任编剧，意在将《红岩》改编为

另一个“革命样板戏”。从 1964 年冬到 1967 年春，经

过阎、汪等人二年多的惨淡经营，改编本的剧名由《红

岩》改为《山城旭日》，并基本上具有了样板戏的规模。

1967 年，北京的一些报刊也赫然登出了“由江青同志

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演成功，

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13]

之类的简讯。《山城旭日》计划在“五一”节同其他样

板戏同台演出，似乎第九个样板戏要呼之欲出了。但

在“五一”当晚的演出中，《山城旭日》却被莫名其妙

地取消了，这个《红岩》的改编本，最终与“革命样

板戏”的“殊荣”擦肩而过。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

革十年》一文中说：“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

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清真正的原因。”为弄清其中

的原因，不少人做了种种具体的猜测和解释，不过从

小说《红岩》与《林海雪原》的艺术风格差异来看，

以及从当时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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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语境来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样板戏《山城旭日》

夭折的更深层原因。 
由于《红岩》描绘的斗争坏境的特殊性和残酷性，

单从传奇性上来讲，在“红色经典”中，《红岩》也许

是仅次于《林海雪原》的一部小说。但《红岩》的这

种强烈的传奇性，是特定条件下极度残酷的革命斗争

内容自然衍生出来的，因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

基础的”，而不是像《林海雪原》的传奇性那样是“运

用某种传奇手法进行艺术夸张和神化的结果”。[13]也

就是说，虽然传奇性往往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外在表现，

《红岩》中的传奇性却不具有浪漫主义的性质。在将

《红岩》试图改编为“样板戏”的过程中，虽然改编

者极尽无中生有之能事，极力按照当时的样板戏手法

来重塑江姐等人的形象，但由于受到已有很大社会影

响的原著本身强烈的写实风格的限制，《山城旭日》难

以达到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样的革命浪漫主义

高度。在《山城旭日》作为“样板戏”夭折后，当时

重庆的一个刊物登载的一则简讯说：“京剧《山城旭日》

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没

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乎没有；

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4]

仔细思考这两个原因，不难发现，实际上是在说无论

原著《红岩》还是改编本《山城旭日》都没有能够将

革命的势力写得更大一些、将革命的形势写得更乐观

一些。也就是说两者没能写得比“实际生活更美一些”，

没能像《智取威虎山》那样达到革命浪漫主义的要求。 
 

四、结语 
 

也许 1958 年《林海雪原》的几个最初改编本的作

者们，不一定都抱着明显的政治化意图，但随着政治

对文学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应该说，原著《林海雪原》

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质有更多地方可与当时的政治语

境所沟通这一事实，为它的那些有着明显的政治化倾

向的初期改编之作，能够最终被时代筛选出来并进一

步演化为“样板戏”，提供了最根本的文本依据。因此

也可以说，《林海雪原》之所以能成为“样板戏”《智

取威虎山》的原著，本身就是当时的政治语境对诸多

文学作品选择的结果。 
 
注释： 
 
① 2001 年 7 月 6 日的《大众日报》所载文章《影响深远的十部红

色经典小说》所列的十部红色经典为：《保卫延安》《红日》《红 

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家巷》《创业史》《红岩》《铁

道游击队》《抉择》；而 2003 年 6 月 20 日《中国质量报》所载

文章《十部红色文学经典》所列的则是：《红日》《红旗谱》《创

业史》《红岩》《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乡巨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海的早晨》。 
② 仅就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下列革命英雄传奇

小说的改编本：1) 1959 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小说《保卫延

安》的同名话剧文学剧本，改编者为渔讯、周军、王冀北、封

恒山、李诗镕；2) 1959 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有小说《青春之

歌》的同名京剧文学剧本，改编者为袁韵宜、黄秉德；同年北

京出版社出版有这部小说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者为杨沫；

3) 1959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有小说《红旗谱》的同名电影文学剧

本，改编者为胡苏、海默、凌子风、吴坚；4) 1960 年东风文艺

出版社出版有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同名话剧文学剧本，

改编者为周军；1964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有这部小说的同名评剧

文学剧本，改编者为安西；5) 1963 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有影

片《红日》，瞿白音编剧，汤晓丹导演；6) 1964 年北京出版社

出版有小说《苦菜花》的同名评剧文学剧本，改编者为薛恩厚、

高琛；7) 1964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小说《敌后武工队》的

同名话剧文学剧本，改编者为陈庚、曹惠； 8) 1964 年中国戏

剧出版社出版有小说《红岩》的同名话剧文学剧本，改编者为

李岩、钟继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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